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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体是生成性的、流动性的，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世界的复杂交流和多元互动之中。残疾是一

种“边界性”的身体，也是一种“生命态”的身体现象。残疾人的身体由于与健全人存在某些差別，常常被

划归于“常体之外”的一种“异体”。与健全人的“身体”一样，“异体”也是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载体，

是文学书写的对象和用以携带批判与反思信息的工具，可以为作家提供观察社会的特殊视点，为读者

奉献审视现实的情境体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残疾人物形象，既有基于“异体”而生存的共性，又有一定

时代、地域、阶层人物所特有的个性；既受到作者创作意图的影响而体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又被用以寄

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态度与倾向。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残疾书写，基于“异体”的典型人物形

象大致可以分为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理性型的“启蒙者”形象、工具性的“残疾者”形象等三种类型。

一、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

黑格尔认为，“英雄往往被指称为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这批人物以自己特殊的目的关联着世界

精神意志而被称为英雄”[1]。新中国建国初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往往都是作家在迎合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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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的驱使下而塑造的。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与所谓的“世界精神意志的关联”，受到当时主流意

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作品中的英雄成了一种理念的化身，呈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无论是战斗

英雄还是创业英雄，都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奉献者和牺牲者，英雄的个人情感与

创伤除非被纳入阶级、民族的框架，否则是不能被讲述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英雄形象”既要

顺应党和国家、人民群众建设新时代的政治需要，又不允许有任何“瑕疵”。于是，英雄失去了常人的

普通与平凡，从现实的“人”转变为“神”，成为了阶级意志的化身，因而也丧失了其真实存在的合理

性。然而，由于残疾英雄形象的塑造有其特殊的一面，残疾“异体”的形象基点、残疾人物的意志品质、

残疾与环境的矛盾冲突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残疾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在作为阶级意志化身的同时，具有

了非残疾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所不具备的描写要素，从而给英雄形象的政治化、理想化、神圣化特征添

上了异体化、合理化和真实化的色彩。《把一切献给党》中的主人公吴运铎，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基于

异体的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

吴运铎出生贫寒，曾在安源煤矿做过童工、当过儿童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奔新四军，被安

排到了枪械修理所。尽管他根本不懂修枪，但他抱定一条：投身革命队伍，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吴运铎和战友们一起，白手起家，建立兵工厂，制造步枪、平射炮等。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试制

各种弹药。他三次身负重伤，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右腿，炸断了左手腕骨和四根手指，身上留下了大大

小小无数伤疤。在工人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吴运铎写出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来

得太及时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太需要吴运铎这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了！ 虽然作

品在刻画吴运铎这一英雄人物时使用了许多迎合时代需要的语言，但吴运铎这一基于异体的“英雄式

的执着者形象”的塑造，是建筑在作品主人公真实经历基础上的。吴运铎残疾英雄形象本身，既有文

化水平低、工作岗位平凡等平常人的普通与平凡，又有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英雄品格。在身体残疾

与工作生活的矛盾冲突中，伤残的疼痛从未被他视作一种苦难，因为“把一切献给了党”的崇高信念

和执着追求，使他残疾身体的疼痛被忘却、被转移、被升华，使他成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成为万人崇

拜的英雄偶像，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发挥了革命人生观教育的巨大作用。

在80年代初反思文学的潮流中，人们对人性、人情、人道等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作家笔下的

英雄形象也从迎合政治需要、追求完美崇高，转向身陷怀疑现实与坚持理想的矛盾之中。在控诉“文

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的时候，张一弓将笔墨转向对“十七年”历史的沉思上，创作了《犯人李

铜钟的故事》，塑造了李铜钟这样一个基于异体的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用艺术形象来反映这一禁

区，开创了中国当代“暴露文学”之先河。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河南“信阳事件”为背景，描写了 1960年大春荒引发

大饥荒的那段历史，祭奠那些在苦难挣扎中死去的坚强不屈的灵魂。作品主人公李铜钟是李家寨

大队的“瘸腿支书”，他出生在逃荒路上，当过长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位复员残废军人。大春荒

中的李家寨，已经断粮七天，村民们饿得连李家寨的榆树皮都被剥光了，全寨 490多口人成了 490多

个浮肿病号，其中 100多人已经挺在床上不能动弹。为了不让乡亲们饿死，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以个

人名义向老战友靠山店粮库主任朱老庆借出 5 万斤玉米，分配给乡亲们以度饥荒。一夜之间，这样

一个救命于水火的“瘸腿支书”，成了勾结靠山店粮库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抢劫国家粮食

仓库的首犯。当县公安局来人抓他时，他主动投案自首，心甘情愿成为阶下囚，并在受审时因心脏

病发作而死去。

李铜钟是一个与人民同甘共苦、救民于水火的真正共产党人，一个为维护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宗旨而英勇献身的殉道者，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民英雄，一个新时期残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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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写塑造的典型人物。李铜钟这一悲剧英雄形象的审美价值，就在于作者通过悲剧主人公的胆识

与牺牲，展现人类自身的崇高与不朽，表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坚持党性和维护法纪，在大饥

荒的特殊环境下发生了矛盾与对立。张一弓利用李铜钟这一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既表现了矛盾

对立的尖锐性，又使得矛盾在李铜钟执着的英雄行为中得到完美的化解。作品以李铜钟沦为阶下囚、

成为牺牲者，证明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李铜钟的入狱，反映出了导致其悲剧

结局的时代因素，他的英雄壮举既来自其崇高理想的驱使，又来自其自然本性和质朴良知，更体现了

这位悲剧英雄身处逆境、执着坚守的正能量。“瘸腿支书”李铜钟带着侵犯国家粮库的罪名平静地离开

了人世，但其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却在读者心中激起了久久难平的波澜。

九十年代以后，在江泽民同志提出文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的要求以后，中国当代文学

中的英雄形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作家们力图摆脱传统审美观念的束缚，改变一味讴歌英雄、神

化英雄的定势，既表现英雄与时代的关系，又解构英雄的人性和情感，将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与痛楚

暴露出来，使人的生存状态具体化到英雄人物身上，进而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予以拷问。在世纪之交，

艾伟将对英雄人性本质的深刻剖析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入微关注作为残疾文学的书写对象，创作了

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另类英雄形象。

《爱人同志》讲述了青年教师张小影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伤残英雄刘亚军的婚恋故事。“爱人”象征

一种情感关系，“同志”则象征一种政治关系，而政治与情感的矛盾却始终伴随着这对年轻人。战争中

的刘亚军，每次战斗打响总是冲在最前头，在一次侦察敌情时被地雷炸伤失去了双腿，醒来后发现自

己被社会、政府、媒体冠上了“英雄”称号。然而一阵风光之后，才发现自己陷入了生活的平庸和莫大

的痛苦之中。社会对英雄的热情已不像先前，他早应该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了。张小影的到来，曾是一

种安慰，使刘亚军暂时缓解了内心的痛苦；但也是一种刺激，使他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残缺与无助。创

伤性经历已经转化为终身无法抹去的创伤性记忆，幽灵般地纠缠着他余下的生命。刘亚军也曾经有

过一种自救的渴望与冲动，他当过门卫、捡过破烂，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融入社会，过一个真正的“人”

的生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感到自己不仅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父亲，甚至也不是一个合格的

“人”。他空虚、寂寞、自卑、恐惧、绝望，在婚姻生活中扮演“自虐”与“施虐”的双重角色。他对张小影

的谩骂与伤害，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变态反抗。万般无奈下的刘亚军最终选择了以自焚作为了断。他

的死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其性格逻辑发展的一种必然，更是一种孤独生存困境下的理性自觉。

必须指出，吴运铎、李铜钟、刘亚军虽然都是不同时代造就的英雄，但就像人与人之间具有巨大差

异一样，英雄与英雄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巨大。吴运铎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是以“把一切献给了党”

的崇高信念为支撑，以残疾身体的疼痛被忘却、被转移、被升华而塑造的；李铜钟英雄式的“执着者”形

象是以共产党员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为支撑，以身残志坚、救民于水火的胆识和不怕牺牲的勇气而塑

造的；刘亚军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则是与两者完全不同的另类英雄形象。他执着追求的是残疾个

体与社会联系中自我存在的意义。吴运铎和李铜钟是英雄中的英雄，刘亚军则是英雄中的凡人。在

现实生活中，可能英雄中的凡人要远远多于英雄中的英雄。对时代与个人、政治与人性之间错综复杂

关系的探索，对残疾英雄个体的生存体验和复杂心理的剖析，对其人格特征、人性特点和精神追求的

深入挖掘，构成了《爱人同志》这部作品的哲理透析力、人性洞察力和艺术感染力。

二、理性型的“启蒙者”形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对人性、个体尊严、人的价值的蹂躏，新时期文学

仍然具有“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启蒙’的历史任务，……人道主义、主体性成为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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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话语资源’”[1]。人道主义

思潮首先表现在“伤痕文学”的书写上。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

文学”的创作热情。在新时期的残疾文学创作中，革命的主题已经渐行渐远，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

重人才成了一时的风尚。典型人物也不再是吴运铎那样文化水平低、工作岗位平凡、不怕牺牲、乐于

奉献的执着者了，而是一系列具有一定文明素质和特殊生存技能的、理性型“启蒙者”残疾人形象。

古华 1983年发表于文学月刊《十月》上的《爬满青藤的小屋》，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伤痕文学”和

“反思文学”中的典型作品。作者塑造了知青李幸福这样一个理性型的“启蒙者”形象。通过人物与情

节的冲突建构了“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文化批判主题，揭示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反思了

“伤痛”的文化根源，为残疾文学融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潮做出了积极贡献。

《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知青李幸福，“文革”初期大串连中丢失了一只手臂，被人称戏为“一把

手”，由于“一把手”干不了重体力活，就被林场发配去“绿毛坑”帮助王木通、盘青青夫妇守林子。守林

员王木通没有文化，除了巡山守林外，最大的能耐就是发酒疯、家暴、对盘青青发泄兽欲。在这个与世

隔绝的瑶家深林腹地，李幸福这个来接受再教育的“被改造者”却成了“启蒙者”。他有知识、懂科学，

与他残疾身体相联系的也都是书籍、收音匣子、圆镜、香胰子、雪花油等象征知识和科学的东西。他虽

然身体残缺，却因为相信科学和知识，而具有了完整的“启蒙者”形象，因为他“要教盘青青和两个娃儿

认字、学广播操，把盘青青喜的哟，嘴角眉梢都是笑。就连两个娃儿，也一天到晚地跟着‘一手把’的屁

股转”。王木通烧山灰引发山林大火，抛下盘青青，领着两个孩子逃离火场。李幸福冲入火场护住了

珍稀树种、救出了盘青青，并与其一道私奔。王木通依然守着那爬满青藤的木屋，另娶了一个广西寡

妇，每晚继续做那生儿育女的事。

《爬满青藤的木屋》建构了一套全新的启蒙话语。用王木通愚昧无知、专制蛮横、蹂躏女性的劣

行，与盘青青亲近文明、渴望自由、积极抗争的举动相比照，揭示了愚昧与文明的对立与冲突，衬托出

李幸福这个理性型的“启蒙者”残疾人形象，推动了知识对传统乡村意识的反动，发起了对传统伦理道

德的挑战，促成了盘青青女性意识的觉醒。盘青青由蒙昧无知到开化觉醒、由温顺驯服到勇敢抗争、

由与愚昧为伍到与文明合流的每一点进步，都得益于李幸福这个知识型残疾人的启蒙，而盘青青随李

幸福的出走则更具有中国式“娜拉出走”的深刻内涵，其中折射出的人性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意旨。

莫言1986年8月发表于《小说选刊》的短篇小说《断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具有一定代表意

义的残疾文学作品。男主人公苏社在抗越自卫反击战中失掉右手，被戴上了英雄的光环，村里给他盖

了新房，备齐了家具，他也和同村一位姑娘谈起了恋爱。然而，由于他有几分自吹自擂，喜欢夸大其

辞，企图躺在战功薄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两个月里差不多吃遍全村。他逐渐被人们所冷落，到女朋

友家中蹭饭吃也遭到未来岳父的冷嘲热讽。他感到委屈、尴尬、迷茫、痛苦，一度陷入死死活活的胡思

乱想之中。正当这位自身存在诸多不足且被世俗社会冷落的残疾青年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留嫚

出现了。留嫚虽然天生畸形，左臂短小，像一条丝瓜挂在肩膀上，但她在世俗鄙夷的眼光下成长，在命

运的捉弄下自强，练就了强大的心理，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留嫚是苏社的心理辅导师，用“一只手

照样活、比两只手都没了的要知足”的朴实的话语燃起苏社的生存希望；留嫚是苏社生存技能的启蒙

者和示范者，她教苏社如何用一只手和牙齿配合从井中打水，如何用一只手擀面，如何用一只手采桑

养蚕。虽然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但主人公的结局却是不言而喻的，苏社一定会重新融入社会，一定会

从落魄的英雄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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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鹰《明姑娘》中的男主人公赵灿，原本是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运动场上的健将、民乐队的核

心人物，却因偶然原因而双目失明。他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残疾，失去了继续生活的信心，独自坐在

雪花飞舞的松花江畔，试图将自己冻死，后在人称“明姑娘”的叶明明的劝导下才离开江边。赵灿进了

一家盲人工厂，恰巧和明姑娘在同一车间。车间主任把接送赵灿上下班的任务交给了明姑娘，当赵灿

从声音上辨别出明姑娘就是在江边劝告自己的女子时，不禁甚感不安；当他在公共汽车上发现这个无

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的姑娘竟然也是一位盲人时，顿时感到震惊与羞愧。“明姑娘”不仅是赵灿上下班的

引路人，而且也是他生活中的启蒙者。在明姑娘的帮助下，赵灿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不幸再度降

临，赵灿又不慎将腿摔断了，这使他再度陷入消沉与悲观。在明姑娘的持续关怀和鼓励下，赵灿再度

摆脱消沉，恢复了工作与生活的信心。

消沉与悲观是后天残疾人致残初期常见的应激反应，他们致残后的生活信心和生存模式大多要

经历一个自我破毁与重新建构的过程。明姑娘充当了这个重新建构过程中的“启蒙者”，每当赵灿对

未来感到失望、陷入悲观时，都是她给予赵灿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明姑娘看来，身体的残缺与完

整、眼睛的“明”与“暗”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要有一颗上进的心。当赵灿觉得“没有瞎子技术员”，

准备“死了钻研学问的心”的时候，明姑娘用符合时代精神的启蒙话语再次点亮赵灿的心：“咱们厂就

有盲人工程师，人就是要脱离愚眛，脱离寻食、繁殖、生存竞争的动物性，做一个对别人、对大家、对社

会有用的人！”

“启蒙”的重要任务是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用理性来破除迷信和盲从，使人摆脱蒙昧，

达到一种思想、政治上的自主性。《爬满青藤的木屋》、《断手》、《明姑娘》等一系列残疾文学的书写，塑

造了李幸福、留嫚、明姑娘等一个个理性型的“启蒙者”形象，构建了当代残疾文学的启蒙语境，将残疾

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呈现出来，引发了人们对基于残疾身体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反思，既

丰富了新文学启蒙叙事话语的生产，又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启蒙实践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工具性的“残疾者”形象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创新的压力持续困扰众多作家，在这一情势下，文学探索、调

整的步伐加速”[1]。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新时期小说发生转折的重要时刻，艺术形式的革新逐渐拉

开帷幕，各种新的表现手法一点一点地从作家们的笔端渗化出来，作家们更加重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

样化和作品的深度与特色。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工具性的

“残疾者”形象就是这种探索的显性成果。鉴于“残疾者”的类别较多，本节仅以“傻子形象”为例予以

分析、阐述。“傻子”属于智力残疾，其言论可以不受现实环境的制约，其行为可以不受社会规制的束

缚，作家可以将其作为艺术表现的工具，使其与特定的时空相联系，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相对应，与具体

的社会心理相贯通，发挥其符号意义和隐喻功能。在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中，“傻子”的工具性作用

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将“傻子”作为一种物化意象，推动作品情节的发展，驱动读者进入作家所设定

的象征系统，使作品的象征性与现实性自然而然地熔于一炉；二是将“傻子”作为叙事主体，把第一人

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同时叠加到他们身上，使其成为工具性的“万能者”，具有全知全能的权力而位

居作品文本之上，明察一切，调度一切。此外，由于工具性的“傻子”形象在发挥隐喻、象征作用的同

时，还超越了家族、阶级、人伦、个人立场所限定的叙事图谱框线，利用“傻子”为叙事主体既可以使作

品人物回归真实化和生活化，又可以创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让作品的叙事摆脱理性的束缚，得以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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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加开阔的空间自由展开。

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是当代残疾文学书写中将“傻子”作为一种物化意象、推动

作品情节发展的典型作品之一。作品主人公“我”是一个傻子，一个以挑煤为生的苦力，一个受人辱

骂、遭人捉弄、逆来顺受的“小人物”。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将“我”当人看待。由于名字是

人的尊严与话语权的象征，所以“我”也特别渴望得到尊重，特别希望别人叫他的本名“来发”。当药铺

陈先生喊他“来发”时，傻子总是激动得心里咚咚直跳。然而，人们却似乎都忘记了傻子的名字，人们

大多数叫他“喂，喂”，权贵许阿三等人用形形色色的名字戏弄他：看到傻子打喷嚏时叫他“喷嚏”，从厕

所里出来时叫他“擦屁股纸”，招手让他过去时叫他“过来”，挥手让他离开时叫他“滚开”，还有“老狗”、

“瘦猪”等各种侮辱性的名字应有尽有，想怎么叫就随便叫。傻子“我”成年累月生活在被调侃、被愚

弄、被呵斥、被责骂的环境中，感受不到任何的世间温暖，体验不到些许的人世友善，只能在无尽的屈

辱中与小黄狗为伴，借以慰藉重度伤痛的心灵。可是，许阿三等人却仍然不肯放过他，他们甚至扯开

黄狗的后腿，逼傻子与黄狗配为“夫妻”; 傻子将骨瘦嶙峋的小狗养得肥肥壮壮，许阿三等人却将其猎

杀、烹食，就连唯一称呼过傻子“来发”的陈先生也成了许阿三等人诱骗傻子、猎杀黄狗的帮凶。傻子

“我”彻底放弃了对名字的渴望：“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依托傻子“我”这一工具性人物

形象，作者将现实中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书写出来，使社会恶势力对弱势群体的束缚与摧残跃然

纸上，使陈先生之流道貌岸然、媚俗从众、迷失自我的假斯文嘴脸暴露无遗，使“理性世界”自身的残缺

与病症更加发人深省。傻子“我”从渴望有自己的名字到甘愿放弃自己的名字的过程，是社会底层民

众对抗残酷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是傻子对人性彻底失望时的自我放逐和对“文明世界”的彻底拒

绝。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代表人类本真性格的傻子与代表人性丑恶面的社会恶势力之间的冲突，引发

人们对道德滑坡与信仰失落问题的重视，是作者塑造傻子形象的用意所在。“傻子被放逐的悲剧命运

与庸众合法化的存在构成了强烈的反讽，这是一种巨大的悖论，是存在的荒谬，是对欺诈与暴力人性

更为彻底的揭示和否定。”[1]

文学寻根和“现代派小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新潮流中首先出现的现象，韩少功则是艺术

表现手法革新的代表人物，其中篇小说《爸爸爸》不仅在开创当代文学现代派小说先河中举足轻重，而

且也在残疾文学表现形式的创新中发挥了先锋作用。《爸爸爸》中的人物丙崽是一个典型的工具性“残

疾者”，韩少功在作品中将其作为一个蒙昧、愚蠢但又生命顽强的物化意象。丙崽出生在湘西深山中

的鸡头寨，这里的村民几乎与世隔绝，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中。崇拜

原始图腾、占卜打冤、活人祭神、饮毒殉道等愚昧现象时有发生。丙崽长相丑陋、智力发育停滞不前，

从小到大只会说两个词：“爸爸”和“×妈妈”。丙崽的呆傻与愚钝与日趋复杂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而

丙崽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又必须对变化的现实做出反应，其结果则是丙崽的病态更加加重。外面的世

界天翻地覆，而鸡头寨里的时间似乎不再流动。鸡头寨的人几次要弄死丙崽，但祭刀砍不掉他的头，

“雀芋”毒不死他的命，丙崽总是能在鸡头寨的落后文化与历史时代新发展的冲突中苟且偷生。鸡头

寨的旧文化吞食了新时代的文化信息，造就了特殊的“丙崽现象”，丙崽这一人物的象征性与现实性之

间总是存在一种若隐若显的对立。丙崽是文化与时代发展错位的产物，落后文化的抗变力是丙崽不

死的真正原因。

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以其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而著称，人们对其中各类人物都有大量评

述，但对傻子赵小甲的工具性作用却鲜有涉及。《檀香刑》中的刑场其实是一个人性的实验场，傻子赵

[1]蔡勇庆：《象征的存在——余华小说人物形象论》，〔长沙〕《中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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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甲就是这个实验场最直接、最客观的观察者和叙述者。赵小甲是一个只拥有孩童智商的成年男子，

成天生活在自己理解的世界中，傻子的本能使其行为没有好坏善恶之分，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功

能”——能不时地看到人的不同本相。在他眼里，杀人无数曾任清朝刑部大堂首席刽子手的父亲赵甲

被幻化成一只瘦骨伶仃的黑豹子，丰满妖娆、风流泼辣与人相好的老婆眉娘成了一条水桶般粗细的白

蛇，县太爷钱丁被看成是一只胖乎乎的白虎，衙役们则是一群是穿衣戴帽的灰狼，辛勤劳作的轿夫则

是苦命的驴。赵小甲是檀香刑的参与者，他目睹了这一场刑罚的全过程，看清了众人的本相，他们都

是狼、虎、豹、蛇、驴之类的动物化身，在行刑、观刑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显现出了本性中邪恶、兽性的

一面。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

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1]赵小甲这样工具性的“傻子”，虽然行为乖张、言语荒诞，但其视角更接近

童真，更能看清最本真的东西，更能深刻揭示人兽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引导人们关注人的天性中“恶”

的一面，启发人们认识“恶”的危害。

阎连科的《黄金洞》是又一个人性实验场。作品以傻子“二憨”的视角，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没

有亲情的家庭中父子之间争夺金矿的控制权和对女人性控制权时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二憨始终与他

所处的情境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对父亲和桃、对老大和桃之间的男女关系一直保持着一种莫名

其妙、不理不管的态度。傻子二憨的视角，越出了常人的感知经验，摆脱了道德伦理的束缚，使其对情

境的体验关系发生异化，其叙事也就显得既憨傻离奇，又率直逼真。在二憨的眼里，“世界像粪，我用

力想呀想呀才想起原来像粪；爹和到寿的老猪一样儿，哼哼着爬上山梁来”、“爹活活是一头猪”、“大哥

也是一头猪”。二憨的言语听起来傻里傻气，却也道出了一种客观真实。阎连科正是利用了二憨这个

工具性的“傻子”，才使得所谓的“正常人”在物欲、性欲面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一览无余，使得现代社

会伦理关系的异化得以充分揭示，使得现代人在追逐金钱、沉溺女色中的人性堕落表现到了极致，使

得一张张被欲望扭曲的面孔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黄金洞”滋生贪欲、催生乱伦、引发谋杀、

泯灭人性的作品主题更加鲜明、内涵更为深刻、警醒更加发人深省。

西班牙人文学者奥尔特加主张“艺术的去人性化”，认为去人性化的方法很多，“其中有一种，极其

简单，只需改变惯常的视角即可”[2]。为了改变惯常的叙事视角，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构建了“傻子”

等“工具性残疾者形象”，用以作为作品叙事的主体。文学作品叙事离不开叙事主体，作品人物一方面

是主体，在事件中具有行动和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是客体，是叙述者的产物，其行动受叙述者的驱

使。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发生了变化，作者在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

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3]。因此，“工具性残疾人”也就顺理成章地

成了残疾文学书写中的“隐含替身”。塑造典型性残疾人形象、利用“傻子”作为叙述主体，将多重视角

叠加到“傻子”身上，使其与他人的互动具有不可预测性。这样，不仅能使得受作者支配的叙述者的叙

事能力被拓展放大，为叙述打开了一个超越常理的广阔空间，而且能使作品产生非残疾文学所无法达

到的“陌生化”效果。

〔责任编辑：平 啸〕

[1]〔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8页。

[2]〔西〕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去人性化》，莫娅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3]〔美〕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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